
公众参与行为、 社会阶层属性
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陈世香　 周　 维　 吕志杰

【摘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是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效
果的直观感知，是其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受，也是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
和善治标尺。从公众主观感知视角切入，基于湖北省的一手问卷调查数据，论
文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分析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感知的影响，重点考察行政负担的中介效应和政府形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阶层属性
对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均等化感知之
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均等化感知之间、社会阶层属性
和均等化感知之间均发挥着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增强公众参与行为和
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服务需求的同时，也应降低行政负担和改善政府
形象，以此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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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约翰·罗尔斯，２００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制度设计与实现是促进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公平配置的必要手段，也是
推动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战略性要素（丁元竹，２０２２），更是社会公
平、正义价值的充分彰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中央和地方政策中占据重要
地位，既是“十四五”时期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亦将其作为公共服务发展的关键点
予以强调。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通过对发展路
径的安排，为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建立起了制度保障。随着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改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对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意义愈加重要。

在实践中，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向均衡发展迈进，但还存在可及性不高、
供给不充分、供需不匹配、感知不满意等问题。这有悖于基本公共服务“机会
均等”的要求，也影响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缪小林、张蓉，２０２２）。
新时代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实现从“有机会享有”向“更多公平
优质享有”、从“公共服务供给”到“满足人民需求”的转变（姜晓萍、郭宁，
２０２０）。在这一目标下，公众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差异化感知显然是一个
值得探索的领域。

在理论层面，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国内研究大致可
归纳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种视角。供给侧角度的研究主要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
给主体出发，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客观水平的影响因素。其中，政府维度
的研究多从公共财政体制和政府管理机制入手，研究财政层级、政府间事权划
分、政府间收入划分、政府间转移支付、基层政区调整等变量的作用（谢贞发，
２０１９；熊竞，２０２０），而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的加入也影响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然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客观水平与主观满意并非完全一致（陈娟、
吴昊，２０１７），其形成也存在差异。仅关注客观水平无法体现基本公共服务以公
众满意为目标的基本宗旨，更难以实现以公众偏好为核心的公共价值。因此，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侧的研究应运而生。既有研究以公众评价为依据，探
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涵盖了宏观层面的财政制度、
政策有效性等因素，以及微观层面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及政治面貌等属性
特征（缪小林、张蓉，２０２２；龙立军、杨昌儒，２０１８）。但现有的相关研究仍无
法避免将基本公共服务的使用与生产割裂，公众作为需求主体的重要作用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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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同时也忽视了政府作为供给主体应承担的责任（范柏乃、金洁，２０１６）。
首先，吸收公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打破僵化的行政体系、摆脱行政

资源限制以及提高公众满意度的重要举措。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均等化感
知是一种主观认知，公众参与行为的不同会产生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感知效果（高勇，２０１４）。因此，本文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会产生何种影响。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的在于
解决区域、城乡和群体间服务非均衡的问题，现实中不同社会阶层群体获得的
基本公共服务仍存在明显差距（孙彩红，２０１９），且既有研究对社会阶层群体的
均等化感知关注较少。因而，不同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感知的影响机制也有待更为系统的考察。再次，公众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
程中势必会与政府部门发生互动，行政负担是政民互动的核心要素（廖福崇，
２０２２），故公众的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是否会通过行政负担影响均等化感
知，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最后，以往研究多从政府内部的运作逻辑
探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却忽视了政府形象等外部环境变量的作
用。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注重点已从内部控制转向外部公众满意，
政府形象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从更深层次看，若政府形象存在差异，
那么对于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不同的公众而言，其均等化感知的变化程度
或许也不尽相同。所以，政府形象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形成机制中所发
挥的作用也是本文试图回应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当前的政策导向、实践背景与研究基础，从公
众主观感知的微观视角切入，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作为被解释变量，考
察公众的参与行为及其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同时，
分析行政负担和政府形象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湖北
省的一手问卷调查数据进行验证。

二、理论建构与研究假设

（一）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和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其理论基础涉及庇古的社会福利思想、
希克斯等学者的补偿原则思想、萨缪尔森等学者的社会福利函数以及帕累托最
优定理等相关理论（尚虎平、张婵娟，２０１９）。在政治哲学领域，从柏拉图到亚
里士多德再到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均是其思想起源（范逢春，２０１６）。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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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界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以及学术界深入开展相关主题研究的
进程中，学者们大致形成了在保证公众享受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
体现地区间差异的共识。但对“均等化”的概念认知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
（刘磊、许志行，２０１６）。目前，学界主要是从财政能力均等、机会均等、底线
均等以及结果均等角度进行界定。其中，财政能力均等视角强调在政府间财政
能力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人人可及；机会均等视角重点关注公众
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机会；底线均等侧重在承认区域、城乡及群体
之间存在差异的基础上，保障全体公众都享有一定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结果
均等则强调公众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基本相当，重视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结果的客观水平和公众主观获得感知。

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核心战略举
措，也是提升公众获得感的必然要求。公众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均等
化感知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依据既有研究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
知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执行效果的直观感知（姜晓萍、康健，２０２０），强
调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知（缪小林、张蓉，２０２２），是国家治理的良政基
准和善治标尺（王浦劬、季程远，２０１８）。而且，从公众视角展开对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感知的评价更能体现以公众偏好为核心的公共价值（范柏乃、金洁，
２０１６）。公众既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者，通常也是合作生产者，有效的公众参
与行为能够提供自下而上的感知反馈，助力以公众需求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侧改革顺利进行（杨三等，２０２２）。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的过程能够使个体的基础性和差异化需求得以满足，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
知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在现代社会，公众因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分化为不同的社会

阶层。社会阶层属性强调公众的社会经济地位，涉及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
等层面（陈丽君等，２０２２），资源丰富的人处在较高的社会阶层，而资源稀缺的
人则处在较低的社会阶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具有由低层次到高
层次转变的需求。对于高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而言，其低层次的需求已基本得
到满足，因而更关注尊重或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对于低社会阶层属性
的公众来说，生理或安全需求的满足才是其主要目标（刘中起、瞿栋，２０２０）。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社会阶层越低的公众由于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可
能会因为获得了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使自身需求得以满足而感到满意；而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的再分配工具（李实、朱梦冰，２０２２），相比于低
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而言，高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更容易对此持有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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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携等，２０２２）。此外，加之我国累进税制的存在，高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
需缴纳更多的税收，其拥有更多样化且更高水平的服务需求。大致均等的基本
公共服务已不能满足高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现实需要，进而造成不同社会阶层
属性的公众产生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由此，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直接负向影响。

（二）行政负担的中介作用
行政负担是指公众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

一些难以回避的成本（马亮，２０１９；Ｈｅｒｄ ＆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２０１８），包括信息搜集
成本、服从成本以及心理成本。其中，信息搜集成本是指公众为了解办事流程
和相关信息所承担的成本（Ｆｏ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表现为查找
清单、材料及流程等付出的成本。服从成本是指公众为满足政府部门事项办理
要求所需承担的成本（廖福崇，２０２２），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表现为公众准备和
提交材料等付出的成本；心理成本则强调公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承受的困惑、
沮丧、焦虑等心理负担（马亮，２０２２），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体现为公众担心事
项办理不畅而出现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政
府主导，公众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时会与政府发生互动。而政府作为官僚组织，
有可能会出现由行政体制僵化而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职责分工不明确等问题，
从而加重了公众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行政负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
发展及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对政府机构和行政方式进行重
塑，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点。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享受基本公
共服务的传统行政负担，但同时也衍生出了公共服务不均等、数字行政负担增
强等问题（郭金元、陈志霞，２０２２），导致部分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面临行政排
斥，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结果不公正以及算法歧视（Ｌｉｎｄｇｒ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最终降低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感知。由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３：行政负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负向影响。
根据管理系统理论，政府部门被视为“黑箱”。由于封闭式的决策机制以及

较少的公众参与行为，公众对政府“黑箱”的运作流程了解甚少（吴建南等，
２００８），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则需承担更高的行政负担，这进而产生低
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不过，近年来，政府部门在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和政策制定阶段，强调贯彻执行需求导向和服务本位的公共行政精神，确保
公众获得更为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范柏乃、唐磊蕾，２０２１）。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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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发展完善，为公众参与行为的实现提供了渠道。在
有效的参与机制将政府部门“黑箱”打开后，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认知更加全
面，面对的行政负担也会相应降低（马亮，２０１９）。此外，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
过程中，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纽带，社会组织凭借其贴近公众及
专业性强的优势，能够将公众的需求偏好信息更为有效地反馈给政府部门，精
简了公众参与的繁琐流程（张邦辉等，２０２０），降低了公众的行政负担。公众作
为理性经济人，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在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和
享受服务时，面对差异化的行政负担，会产生不同的均等化感知效果。故而，
提出假设如下。

Ｈ４：公众参与行为对行政负担具有负向影响。
Ｈ５：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正向关系中具

有中介效应。
根据社会阶层理论，社会阶层属性会对个体的社会生活和心理行为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长期处在高社会阶层的个体倾向于做出更具个性化的行为选择；
而处在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其主观倾向和需求表达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
响，从而做出与他人一致的选择（胡小勇等，２０１４）。相应地，对于社会阶层较
高的公众来说，其对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若想切实
享受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高社会阶层的公众势必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满
足自身需求，其行政负担也会相应增强。而低社会阶层的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
的需求层次较低且保持更保守的态度，在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
进程中，低社会阶层的公众通常享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更多关注。事实上，
随着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和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覆盖城乡的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张恒龙等，２０１３）。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底
线均等以及全民覆盖。低社会阶层的公众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要投
入的资源相对较少，面对的行政负担也较低。总之，不同社会阶层的公众拥有
的社会资源和需求偏好差异较为明显，在面对不同的行政负担时，其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感知也会存在异质性。既有研究也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
会产生差异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吴翠萍，２０１３）。由此可见，社会阶
层属性还通过行政负担的中介作用使公众产生差异化的均等化感知效果。因此，
提出假设如下。

Ｈ６：社会阶层属性对行政负担具有正向影响。
Ｈ７：行政负担在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负向关系中具

有中介效应。

·２７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６



（三）政府形象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政府形象的塑造和改善逐渐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通过促

进政府工作的合规化、标准化以及满足公众需求等方式加以实现。政府形象是
政府实际行为和工作成果的总体表现和客观效应，以及公众对政府施政业绩和
综合能力等的整体评价（高慧军、黄华津，２０１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是
以政府为主导的服务供给与以公众为核心的实际感知之间的博弈均衡过程（缪
小林等，２０２０）。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公众对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观感知日益受到政府的关注，学术界也展开了诸多研究，但
对政府形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的关注度仍然不够（Ｍａｏｒ ＆ Ｓｕｌｉｔｚｅａｎｕ，２０１６）。

既有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强调公众对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程度与主观期望之间的比较和权衡，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政府形象的
影响（Ｂｒｏｗｎ，２００７）。拥有良好形象的政府机构会通过优化服务供给方式、精
简服务流程以及提升工作人员服务效果等途径为公众提供便利，在提升公众参
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会对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积极影响（范柏
乃、金洁，２０１６）。相反，形象受损的政府机构会使得公众的政治信任感降低，
在恶化公众参与行为意愿的同时，也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感知态度。
换言之，政府形象会影响公众参与行为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效果之间的
关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８：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调节
效应。

政府形象的改善和提升需要政府机构在提供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公众的基本
公共服务的同时，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具备良好形象的政府机构会更关注不
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服务需要，倾听各方意见和建议，尊重不同社会阶层公
众的利益诉求，从而不断提升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满足感和获得感。而存
在形象危机的政府机构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改善公共服务方式等方面会面临
不同程度的困难，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的差异化需求的关注度也会相应
降低（孙其昂等，２０１６）。总之，政府形象会在不同群体的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产生异质性影响。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Ｈ９：政府形象在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调节
效应。

政府形象是政府机构政治、经济资源以及其他无形资产的象征，是政府合
法性和权威的重要来源，也是行政职能有效行使的重要保障。在公众参与兴趣
不断提升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驱动下，拥有良好形象的政府机构会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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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多样化的公众参与途径和需求表达机制（范柏乃、金洁，２０１６），形成一
体化、网络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综合平台，简化行政程序并减少行政拖延，对于
公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行政负担具有一定的消减作用（Ｍｏｏｎ ＆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２）。而存在形象危机的政府机构可能会面临繁文缛节问题，
造成政民的非良性互动，使得公众的行政负担不断增加（Ｍｏｙｎｉｈ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因此，差异化的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行政负担之间会产生不同的
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０：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行政负担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政府形象建设有助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平等主体在公共服务领域

的广泛参与（孙其昂等，２０１６）。形象良好的政府机构能够贯彻落实平等一致的
价值理念，履行兼顾不同社会阶层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进而降低不
同社会阶层公众的行政负担。而形象受损的政府机构可能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价值理念贯彻落实不到位或行政人员执政方式欠妥等问题（唐土红，２０１６），
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时的行政负担加重。换言之，
政府形象的优劣有可能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在获取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
付出不同程度的行政负担。故而，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１：政府形象在社会阶层属性和行政负担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以民生导向和公平优先为核心价值，以提升

公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根本目标，这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延伸至提升
公众的均等化感知层面（缪小林、张蓉，２０２２）。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感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
建了如图１所示的理论模型。

图１　 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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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问卷发放
本文选取湖北省公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

于：第一，既有研究大多立足宏观视角对全国或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差
异性展开分析，而缺乏对具体省份的中观分析（范柏乃等，２０１５）。第二，由于
湖北省内各个城市在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导致基本公共
服务供需失衡矛盾突出（王雪晴、田家华，２０２１），而湖北省作为我国华中地区
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对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基于对既有研究成果梳理和相关政策解读，本文的调研问卷得以设计完成。
在此基础上，通过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受访对象。具体
的抽样过程为：在每个城市随机选取２ － ３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随机选取２ － ３
个社区，最后在每个社区随机选取１０个受访者进行调研。课题组成员共发放问
卷１３００份。剔除填答“不清楚”“不了解”和空白数据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
效问卷１０１０份，问卷有效率为７７ ６９％，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样本特征如表１
所示。

表１　 样本特征
特征 类别 数量 比例（％） 特征 类别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 ４８３ ４７ ８２

女 ５２７ ５２ １８

年龄

２５岁及以下 １４１ １３ ９６

２６ － ３５岁 ４４８ ４４ ３６

３６ － ４５岁 ２４０ ２３ ７６

４６ － ５５岁 １５２ １５ ０５

５６岁及以上 ２９ ２ ８７

政治
面貌

群众 ４５７ ４５ ２５

共青团员 １７７ １７ ５２

共产党员 ３３０ ３２ ６７

民主党派 １４ １ ３９

无党派人士 ３２ ３ １７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８５ ８ ４２

高中 ２０３ ２０ １０

大专及本科 ６４５ ６３ ８６

研究生及以上 ７７ ７ ６２

职业

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４３２ ４２ ７７

国有企业员工 １１６ １１ ４９

私营企业员工 ２５３ ２５ ０５

农民 ４４ ４ ３６

军人 ９ ０ ８９

学生 ３７ ３ ６６

离退休人员 １７ １ ６８

无单位／个体户 １０２ １０ １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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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测量
１ ． 因变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ＥＱＰ）
分析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强调公众对所获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程度的主观感受。本文将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评价作为因变量
的测量方式，受访对象在０ － １０分之间进行选择，０表示非常不满意，１０表示
非常满意。借鉴缪小林等学者的做法（缪小林、张蓉，２０２２），将受访对象所选
数值作为衡量其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感知水平。
２ ． 自变量：公众参与行为（ＰＡＲ）和社会阶层属性（ＳＯＣ）
参照马亮和杨媛（２０１９）等学者对公众参与行为的测量，本文根据公众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建言献策、平台使用以及问题反馈三方面的实际参
与情况进行赋值。参与赋值为１，未参与赋值为０，并通过加总三项得分求平均
值，作为公众参与行为的取值。

本文关注的社会阶层属性是指公众的客观社会阶层，参考既有研究做法
（Ｔａｎ ＆ Ｋｒａｕｓ，２０１５；Ｐｉｆｆ，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将受访者的月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
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取均值，得到其社会阶层属性分值。
３ ． 中介变量：行政负担（ＢＵＲ）
借鉴Ｍｏｙｎｉｈａｎ等人（２０１５）以及马亮和杨媛（２０１９）对行政负担的概念界

定，本文对公众在获取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对工作人员友善程度、信息获取方
便程度以及办事手续简洁程度三方面的满意度进行测量。受访对象在０ － １０分
之间选择，０分表示非常不满意，１０分表示非常满意，根据研究需要对所选数
值进行逆向赋值。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陈丽君等，２０２２），对上述三个指标进
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ＫＭＯ统计量的值为０ ７１７。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
最大化原则进行因子正交旋转，结果显示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７４ ９９％，且信度分
析显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 ８３１，说明测量行政负担的三个题项内部一致性较
好，可归为一个变量。由此，对三个题项得分求均值，作为行政负担的最终得分。
４ ． 调节变量：政府形象（ＩＭＡ）
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范柏乃、金洁，２０１６），本文从政府进取心和政府责

任心角度对政府形象进行测量。其中，政府进取心体现在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方式创新程度方面的满意度，政府责任心体现在公众对诉求处理效果的满
意度。受访对象在０ － １０分之间选择，０分表示非常不满意，１０分表示非常满
意。信度分析显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 ７２４，说明测量政府形象的题项具有
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两个题项得分求均值，作为政府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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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分。
５ ． 控制变量：人口统计学特征
参考既有研究的做法（陈丽君等，２０２２），本文将可能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感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ＧＥＮ）、年龄（ＡＧＥ）、
职业（ＣＡＲ）及政治面貌（ＰＯＬ），其中性别、职业及政治面貌均以数字表示。

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对核心变量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２６ ９７％，低
于４０％，故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本文还对核心
变量进行效度检验，ＫＭＯ统计量的值为０ ９１７，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性，可进行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四、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本文运用ＳＰＳＳ２３ ０软件对核心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以此

对研究假设进行初步检验。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公众参与行为与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阶层属性和行政负担与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为后续的研究假设检验提供了一定依据。同
时，经由对核心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的ＶＩＦ值处于
１ ０１６—１ ０７４之间，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２　 描述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
变量名简称 平均值 标准差 ＥＱＰ ＰＡＲ ＳＯＣ ＢＵＲ ＩＭＡ

ＥＱＰ ７ ８２８ １ ７８２ １

ＰＡＲ ０ ７４７ ０ ２７８ ０ ２８９ １

ＳＯＣ － ０ ００１ ０ ７３９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６ １

ＢＵＲ ２ １６３ １ ６９３ － ０ ７８２ － ０ ３９０ ０ ０１８ １

ＩＭＡ ７ ７９０ １ ７７４ ０ ７３９ ０ ３１５ － ０ ０４６ － ０ ８０５ １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机制
１ ． 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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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均等化感知的简单效应分析，分析结果如表３中的模型２所示。与此同时，
表４呈现了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主效应
分析结果。其中，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ｐ ＜ ０ ０１），主效应为１ ７６５，置信区间为［１ ４５１，２ ０８０］，不包含０，达到
了显著水平，假设Ｈ１成立。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产生显著
负向影响（ｐ ＜ ０ ０１），主效应为－ ０ １８８，置信区间为［－ ０ ３２２， － ０ ０５４］，
不包含０，达到了显著水平，假设Ｈ２成立。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公众参与行为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程度大于社会阶层属性产生的影响。此外，
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职业、政治面貌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均具
有显著影响。

表３　 简单效应分析

变量类别 变量名简称
ＥＱＰ ＢＵＲ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控制变量

ＧＥＮ －０ １１３ － ０ ０９６ － ０ ００３ ０ １２９ ０ １４０

ＡＧＥ ０ １２１ ０ １０４ ０ ０１７ － ０ １３９ － ０ １３０

ＣＡＲ －０ １４７ － ０ １４０ － ０ ０３０ ０ １０９ ０ １５６

ＰＯＬ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０

自变量
ＰＡＲ ０ ２７９ － ０ ３７７

ＳＯＣ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１７

中介变量 ＢＵＲ 　 － ０ ７７５

Ｒ２ ０ ０４２ ０ １２２ ０ ６１０ ０ １９３ ０ ０５２ 　

Ｆ １１ ９５２ ２４ ２９７ ３１７ １４５ ４９ １９７ １２ １２３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４　 行政负担的中介效应分析

行政负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 ｔ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ＰＡＲ→ＥＱＰ

主效应 １ ７６５ ０ １９１ ９ ２３７ １ ４５１ ２ ０８０

直接效应 － ０ １２７ ０ １３８ － ０ ９２２ ０ ３５７ － ０ ３５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中介效应 １ ８９２ ０ １５６ １ ６４０ ２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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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负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 ｔ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ＳＯＣ→ＥＱＰ

主效应 － ０ １８８ ０ ０８２ － ２ ３０３ － ０ ３２２ － ０ ０５４

直接效应 － ０ １５５ ０ ０５２ － ２ ９９２ － ０ ２４１ － ０ ０７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中介效应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８７ － ０ １６５ ０ １２５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Ｎ ＝ １０１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 ５０００，ＬＬ ＝上限，ＣＩ ＝置信区间，
ＵＬ ＝下限，为９０％置信区间，、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行政负担的中介作用
本文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方法从样本中重复抽样，

检验力高于传统的Ｓｏｂｅｌ方法（Ｈａｙｅｓ ＆ Ｓｃｈａｒｋｏｗ，２０１３），且不像Ｓｏｂｅｌ法要求
检验统计量服从正态分布，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中介效应分析（温忠麟、叶宝
娟，２０１３）。本文运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对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
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抽样次数为５０００，置信区间为９０％。由表３中模型３的分
析结果可知，行政负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ｐ ＜
０ ０１），假设Ｈ３成立；由表３中模型４的分析结果可知，公众参与行为对行政
负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ｐ ＜ ０ ０１），假设Ｈ４成立。同时，由表４可知，行政
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为１ ８９２，置信
区间为［１ ６４０，２ １４８］，不包含０，达到了显著水平。而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直接效应为－ ０ １２７，置信区间为［０ ３５７， － ０ ３５３］，
包含０，未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发现，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假设Ｈ５成立。

此外，由表３中模型５的分析结果可知，社会阶层属性对行政负担的影响并
不显著（ｐ ＞ ０ １），假设Ｈ６不成立。而由表４可以发现，行政负担在社会阶层
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３３，置信区间为［－
０ １６５，０ １２５］，包含０，未达到显著水平；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感知的直接效应为－ ０ １５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２４１， － ０ ０７０］，不包含０，
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知，行政负担在社会阶层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
知之间不具有中介作用，假设Ｈ７不成立。
３ ． 政府形象的调节作用
本文参考黄静等（２０１４）的做法，基于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并运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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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
间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首先，公众参与行为和政府形
象的交互项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ｐ ＜ ０ １），加入交互
项的Ｒ２达到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１）。结合前文分析发现，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
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假设Ｈ８成立。其次，社
会阶层属性和政府形象的交互项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ｐ ＜ ０ ０１），加入交互项的Ｒ２同样达到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１）。结合前文分析发
现，政府形象在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具有重要的负向
调节作用，假设Ｈ９成立。

表５　 政府形象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名简称
ＥＱＰ ＢＵＲ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ＧＥＮ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９ 　 ０ １７７ ０ ０６２ 　 ０ １７７ 　 ０ ０６５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４

ＣＡＲ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２

ＰＯＬ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１

ＰＡＲ － ０ ０８０ ０ １３５ － ０ ８９４ ０ １１９

ＳＯＣ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９

ＢＵＲ － ０ ５７２ ０ ０３５ － ０ ５７５ ０ ０３４

ＩＭＡ ０ ３１８ ０ ０３２ ０ ３１１ ０ ０３２ － ０ ７０６ ０ ０１９ － ０ ７５５ ０ ０１８

ＰＡＲ × ＩＭＡ ０ １２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３ ０ ０６０

ＳＯＣ × ＩＭＡ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２

Ｒ２ ０ ６４９ ０ ６５２ ０ ６７４ ０ ６５４

Ｆ ２０５ １４８ ２０８ ０７２ ２９５ ８６２ ２７０ ８２４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根据表５的分析结果还可以发现，公众参与行为和政府形象的交互
项、社会阶层属性和政府形象的交互项对行政负担的影响均不显著（ｐ ＞ ０ １），
假设Ｈ１０和假设Ｈ１１均不成立。

综上所述，本文验证了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感知的主效应，并且发现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
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同时，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均具有调节效应。具体作用机制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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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作用机制

五、结论与讨论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历了从理念到制度安排的蜕变。随着政策环境
和公众偏好的演变，过去仅追求“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群
众满意”和“服务质量”日渐成为更重要的评价标准（杨波，２０１９）。经由文
献回顾和逻辑推演，本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为主要研究变量，并提出
了影响其生成的理论模型，进而借助以湖北省为对象的问卷调查数据验证了公
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的主效应，以及行政负担的中介作用和政府形象的
调节效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是对于政府实践的社会认知的重要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可以被视为政府管理实践的另一种表现，透视其形成
机理对政府政策、管理行为的优化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第一，公众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作用显
著。首先，公众参与行为正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更为广泛的公众
参与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的重要手段，这与既有研究的结论相
一致（郑建君、赵东东，２０１９）。其次，社会阶层属性负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感知。本研究中社会阶层属性聚焦于公众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而言，
处于较高社会阶层属性的公众具有更为消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这也
印证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公共服务的评价越低的相关研究结论（刘中
起、瞿栋，２０２０）。这一结论也恰恰表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设计与
实施契合了社会阶层属性较低公众的基本需求，维护了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发挥着保障民生的重要功能，也有利于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实现。

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主观感知与评价的既有研究关注了公众参与行为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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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属性的作用，而本文的贡献在于探索了公众的参与行为和社会阶层属性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显著影响。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是多
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也揭示了性别、年龄、职业、政治面貌作为控
制变量所发挥的显著作用。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发展瓶颈很大
程度上缘于供给困境，而对公众真实需求的考量不足正是供给困境的重要原因
（王玉龙、王佃利，２０１８）。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提高公众在基本公共服务决策
和供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差异化回应不同社会阶层属性公众多元化的需求，
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和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渠道。

第二，行政负担在公众参与行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影响中发挥
了中介作用。这表明，增强公众参与行为有利于降低行政负担，而行政负担的
降低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公众参与行为和行政负担都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着政民互动水平，高质量的政民互动会带来更加正向的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感知。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
之间关系的发生机制，也丰富了行政负担相关研究成果。其政策实践启发意义
在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不仅需要为公众提供广泛的参与途径，
还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满足公众需求，减少繁文缛节，降低公众获取基本公
共服务的行政负担。

第三，政府形象在公众参与行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存在正向
调节作用，同时在社会阶层属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之间发挥着负向调
节作用。这意味着，在良好的政府形象下，同等参与水平的公众将产生更为积
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相同的社会阶层属性会带来更高的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感知水平。这也进一步明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生成机制。
同时，政府形象包含公众对政府业绩和能力的综合评价，构成政府的潜在资源
与无形资产，正面的政府形象会带来较高的公众认同与支持（于洋航、陈志霞，
２０１９）。因此，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与量，建立和维护良好的政府形象，
也构成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水平的重要方向。

本文立足中国情境，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形成的前置条件进行了有
益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具体而言，本文对于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衡量较为单一，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多维度对其进行更
为充分、全面的测量。此外，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前置变量是相当丰
富的，还可能存在其他重要变量有待挖掘和验证，从而更为系统地明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感知的提升方向。最后，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不同，公众的感知情况可能也存在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纳入更多的省
份，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在更大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差异及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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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Ｊ． Ｊ． Ｘ．，＆ Ｋｒａｕｓ，Ｍ． Ｗ．（２０１５）． Ｌａ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Ｂｕｆｆｅｒ ＬｏｗｅｒＣｌａｓ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ｏｒ Ｓｅｌｆ
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４１（３）：４４６ －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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